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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507035.htm 我国的“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

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

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

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

和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

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

。 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

，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 农业

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

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

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

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

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

了农产品剩余、卖难；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

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

收入问题不得解决。 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

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

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

是农民的贫困、落后。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

民问题。 “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

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

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缴税



重、缴费多，负担沉；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

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城

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

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

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农民基本上没

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

，甚至失去“生存权”；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

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

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对本应是自己的

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

价征用的义务；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这是农民

的“民权”问题。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

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

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

“补助”、接受“指示”，还时刻接受同村的党支部的领导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是农民的代表极少，而且越

到高层越是稀少，说话的份量也越轻；在实际行使国家权力

的各级政府中，干部是专职的，是“国家财政供养”的、“

吃皇粮”、“吃财政饭”的，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

是农民选的，而是上级指派、上级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

表农民。农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间接选举各级政府甚

至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领导；政府决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员

，农民不能参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既定政策，这是农民的

“民主”问题。 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

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

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



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

参加；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

定的候选人；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

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

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

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被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

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

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

，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

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

级待遇”的纪律处分。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

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

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

，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旧中国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

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三

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要解决“三

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

”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

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

，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

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

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

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

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



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

当&#8226.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

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

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

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

”；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

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

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

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

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

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

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 欲求农

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

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

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

。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

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

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

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

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

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

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

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

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

劳作，沦为公开失业者。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



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

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

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

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

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

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

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

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

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

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

，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

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

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

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

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

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

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

，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

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

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

，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

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

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

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



，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

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

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

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

和自我创收的能力。（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

分析》，《红旗》杂志2003年第16期）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

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

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

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

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

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

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

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

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

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

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

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

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

“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

。“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

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

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

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

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

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



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

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

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

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

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

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

，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

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

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

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

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

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

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

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

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

。 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

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

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